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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生态环境与社会治乱

刘 志 刚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湖南 长沙410083)

摘 要:明清之际社会的治与乱无疑一同孕育于当时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之中。一定程度上讲,区域

生态的恶化是明末社会大乱的原始动力,各地区复杂的生态地理又为其蔓延构筑了天然的屏障。然而,区域

生态资源的严重缺陷,无力支撑长期的战争消耗,因此时至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事实上也是生态演变的必然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区域生态一度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动乱过后广大地区却走上生态“原始化”的漫长历

程,与此同时的则是“人居环境”的极度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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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治乱交替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以往史学界对其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方

面的问题进行过大量细致的研究,但生态环境及其变迁通常被当做背景或原因一笔带过。近年来,虽然

明清环境史研究日渐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但就目前的成果来看,主要着眼于经济开发、移民垦荒

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考察,并且观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明清时期的过度开垦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

破坏。除清初“虎患”研究略有所涉外,已有的环境史论著对明清之际百余年间生态环境与社会治乱变

迁之间的关联常避而不谈。本文不揣浅陋对此专门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一、“穷山恶水出刁民”:社会大变乱的生态基础

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虽然包含极强的贬义色彩,但却鲜明地刻画出生态地理环境与地方

社会治乱之间密切的关联。从生态史的角度看,与其说它暗含着特定的价值判断,不如说是这些区域呈

现出的一种生态现象。如是观之,明清之际社会秩序大变乱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为厚重、原始的生态

力量呢?
首先,陕北地处农牧区交界带,生态极为脆弱,人口承载力与抗灾力都相对低下。而这一地区却是

明朝北方的边防重地,驻有近百万守边兵丁及其家属。因此,它成为当时社会大变乱的策源地是有其必

然性的。就生态环境而言,明末陕北沿边一带“四望黄沙,不产五谷”[1],“有今岁开种而明年即抛荒者,
有歇种此段而复新开别段者”[2]。又如榆林镇,“无平皋沃壤以滋封殖,无广陌通都以便灌输”,“镇城百

余里之内,一望沙漠,不生五谷”[3]。“其间称为腴田,岁堪耕牧者十之二三耳,且天时难必,水利不兴,雨
或致愆期,则束手无从效力”[4]。毗邻陕北的大同府屯田也是“水冲沙压,碱薄不堪者多有之”[4],以及与

陕北一河之隔的保德州“山坡陡地,抑且暖迟霜早,一年一熟,犹有不能告成者,至远山谷,十年九荒,遇
丰岁计亩所获,不过一二斗”[5]。由此可以看出此地生态环境恶劣的状况。这一带不仅风高土燥,物产

最薄[6],而且流沙肆虐,大有吞没沿边诸城之势。万历末期涂宗浚在奏疏中说:“万历二年以来……榆林

等堡,芹河等处大沙比墙高一丈,埋没墩院者长二万三十八丈三尺;响水等堡,防胡等处比墙高七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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壅淤墩院者长八千四百六十八丈七尺;榆林威武等堡,樱桃梁等处比墙高五六尺及与墙平,阔厚不等,长
四千四百二十六丈五尺,通共沙长三万二千九百三十三丈。”[6]这些都现实地描绘了明清之际陕北地区

“从来多盗”的生态基础。
时至崇祯初,陕北一带更是连年大旱,社会秩序随同生态环境彻底恶化。崇祯四年,三边总督杨鹤

奏报道:“臣秋防出塞,亲见延、西一带极目黄沙,比之中、东二路更苦。从前历过月饷实是缺欠四年,地
本不毛,一物不产,频年亢旱,粟贵如珠,欲其不作贼不可得也”[7]11。是年,延绥巡抚洪承畴也上奏曰:
“延镇东西边长一千二百里,南至延安八百里,外则套部仅距一墙,内则黄沙弥望,一毛不产,夙称穷荒绝

塞……大荒已历三载,群盗纷起,冲边营堡与临边州县饥寒彻骨,所在思变”[7]30-31。可以说,明末农民大

起义爆发于陕北,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长期恶化、人地矛盾日趋紧张以及灾害突至的必然性结果。
其次,明清之际社会动乱的迅速蔓延与升级,不仅是义军因应明朝的军事围剿而做出的反抗,实际

上他们也是为地区生态压力所迫。陕北恶劣的生态条件、残破的经济环境根本无力承载成千上万饥寒

交迫的兵丁。三边总督杨鹤在崇祯四年(1631年)的上疏中就指出:“臣一入延安之界……闻延北州县

有寸土不耕者矣。延安光景已与西安大别,延北光景又与延南别。贼皆流转延南,死不肯归延

北。”[7]14-16至崇祯十六(1643年)年,有难民也称“贼不得汴,必南走楚,盖荆襄鱼米之地,南北咽喉,是天

下一都会也”[7]400-401。事实也验证了他这一预言,李自成是在攻陷襄阳后才向陕西开进的。可见,明末

农民大起义爆发于生态最为脆弱、经济最为落后的延北,随之向生态、经济条件都较好的陕南、山西、河
南、四川、湖广等地区蔓延,实属一种生态反应。事实上,这种生存性的转移又构筑出明末农民起义后期

另外一幅生态环境与社会秩序的图景,即生态、经济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反而社会秩序相对安宁。崇祯

二年(1629年),行人马懋才在上疏中就指出了这一现象:“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

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8]。然而,这并非是社会秩序的

正常重构,而是社会动乱的自我抑制效应。
此外,“穷山”与“恶水”不仅为社会秩序的大变动提供了原始的动力,而且也为其发展、壮大构筑了

一道道天然的屏障,是为孕育火种的摇篮。这一时期,大江南北各地义军“缘山依险,先为自固,而后纵

掠平原”与“倏去倏来,兵至则散,兵去则聚”,几乎是他们最为常用且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7]108,325。如陕

西地区虽然无处不起义,但主要区域集中在中北部的黄龙山及其附近地区,西北部的米仓沟、铁角城一

带“峻山绝崖”、“绵亘五百余里”的大山区[7]28,72-73。而陕南的兴安州直至清初依旧“人皆带发,负险观

望”[9]272。究其原因即是这一地区处处“突兀巉岩,干云插汉”,其中板场寨更有“一夫当关,万人趑趄”的
复杂地形[9]276-278。山西也是这一时期义军活跃的地带,“自宁、霍以及浮、岳及阳、高、泽、沁之间,弥山遍

野,绵亘数百里,尽皆揭竿之众”[7]47。而盂县、五台、灵丘等地素称“盗薮”,也因这一区域“峻岭绝壁,险
寨深沟”处处皆是的地理条件[9]254,258。时至清初,山西地区的义军受到根本性的打击,但仍有交城、静乐

等地的表现突出。时人即明确指出,是因这一地区系“恒霍、太行之麓……丛峰邃谷”,且“多产良马”,而
其民则“勇捷轻生”、“善习鸟枪”的独特区域生态环境为乱局的延续提供了丰富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之所

致[9]265-266。
湖广则界联豫、陕、川,地形极为复杂,为义军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秦楚万山之中,郧襄汉商之

地”也是各地义军集聚休整最好的场所[7]125-126。襄阳、郧阳以至陕南的汉中、兴安等地,绵延数千里,不
是“丛林密箐,绝岩深沟”,即是“悬崖峭壁,鸟道羊肠”[7]124-125。这样复杂的地理环境极大地制约了明朝

军队的战斗力,致使其“马难驰逞,营难安插,粮难裹运”[7]124-125。并且明朝的精锐部队多数北方骑兵,在
这些荆楚大山深处,不仅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而且大多水土不服,“人病马病”比比皆是,甚至“罹灾

蒸瘴毒疾疫,物故者十二三”[7]125-126。无须义军的突围,明朝军队重重围剿的大幕就已被这一带的奇山

峻岭刺得千疮百孔了。也正因如此,时至崇祯十二年,湖广地区“自承天至枣阳、襄阳,径达南滋山无处

非贼矣”[7]252-253。并且清初“夔东十三家”仍以川楚一带为活动区域也正是看中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
明清之际,陕、晋、川、楚四省力量强大的“流寇”尚且要以群山险阻为屏障,其他地区的“土寇”则视

山寨为生命线。鲁西地区的宫文彩军就是“穴有千余,周回二三百里”的嘉祥满家洞为根据地的[10]。曹



州府地区的榆林军则以范县、濮州等地数百里的榆树林为掩护,“蔓延朝城、观城、郓城、城武诸县,凡数

百里,行旅裹足者几二十年”[11]。鲁东地区的莱、芜、青州等地“夙号贼薮”[7]226,这一带的义军不仅据有

山寨之险,而且还有近海之利。一旦遇上大规模的朝廷军队,即暂避海上,这一度让清军极为恼火。直

隶赞皇县境内的“纸糊套”,以其“万山层叠,与北直、河南、山西三省之地,犬牙相错,径路丛达”的生态地

理环境,直至清初仍有“积寇盘踞险要,赋税不供,招纳亡命,时出四劫”[12]。而皖北一带的义军,主要以

绵亘数百里的英霍山区为根据地。皖南则有以建德山区为活动中心的义军。苏北徐州龙驹嘴、天门寺、
黄藏峪等山区以及海州等沿海地区都有义军潜伏。江南苏松一带也因其“外滨海洋,内多湖荡,茫茫巨

浸”,而“夙称盗薮”[9]134。浙江义军据守于四明山区,无疑是因其具备介于“宁绍两郡”之间,方圆数百里

皆崇山峻岭,且能山海相通的地理优势。
江西义军活跃于南部万山重叠的大庾岭一带,以赣南鱼骨、莲花等寨及永丰九仙山最为有名。湖广

南部的衡阳、郴州等地也因“界在万山,每为盗薮”[7]67-68。福建也因山路“林木蓊葱,道路险窄”,马兵、步
兵俱难行进,水路“尽系洗壑,非大筏可驾”,且“漳泉逼临大海”,直至顺治五年除建宁府城尚云安定外,
其余地区“漫山遍野,无处非贼”。[9]304广东与闽省地理生态相似,皆为“山海交错”之区。其东北境的花

山,“层峰叠岩……中多积盗,蔓延起伏,毒流数邑”[13]。永安更是“重峦复嶂,昔固盗薮”,其中“磜头山

与鸟禽、天字、禽溪等嶂,员墩、黄沙等山……绵亘险阻”,而且磜头山等地“故有铁冶”、“多良田”[14]。这

样的地理生态资源为当地义军较长时间的斗争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而其沿海地区,则有“巨寇石壁……
扬帆窥窃,抗逆未降”[9]311,致使琼州总兵高进库在陈述防守事宜焦急万分,称:“(琼州)在水也,四通八

达,万派千流……在在示暇,纵多船兵,此备彼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9]315。
可见,各地义军的活动无不深深地打上区域生态地理的烙印,而且这些地区都界联数县,甚至跨越

数省,可以说是政治控制的真空地带,官府围剿常需多方协调,费时费力,这也对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极为

有利。如河南商丘一带接壤山东、直隶两省,“东兵欲剿,彼即奔逃畿豫地界,真保加兵,彼又奔逃东省地

界。总以境在两岐,狡藏三窟,几于不可穷诘者,数十年于兹矣”[7]320。又如浙闽赣交界处,“江闽两省兵

一步不肯入浙境,贼皆闽人,而所扰多属浙地。各郡县痛痒绝不相关……书疆株守一城之外,竟同胡越。
故此呼而彼不应,前倡而后不随”[9]796。崇祯曾特颁谕旨:“淮楚蜀各抚俱移近界,相机截剿,不许画地驰

诿……违者立正法”。[15]824可知,这类地域间的推诿在当时必为寻常之事。
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无疑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其中生态的原始力量不容忽视,并且它能不断

地发展、壮大,最后将明朝摧毁,也显然得益于各地复杂的地理生态环境,离开了那些崇山峻岭、密箐深

林的“穷山恶水”,各地起义的星星之火早已被明朝的精锐部队扼杀在摇篮之中,不可能形成后来的燎原

之势。然而,为何到了清初原本孕育火种的深山老林却又成了各地义军的“穷途末路”呢? 天地无言,为
何在明末与清初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起义军表现出来的却是两付截然相反的面孔呢? 这不仅需要

仔细探讨明清政府与农民政权三者在政治、军事能力上的不同,还有必要考察各地义军物资补给方式与

当地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下文即对后者做一较为详细的讨论。

二、“靠山不吃山,靠水不吃水”:区域补给与生态资源的错位

以往大量的研究对农民军的物资补给方式很少有详细的论述,仅用极少数材料来论证他们也重视

农业生产。这显然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明清之际起义军所据的深山密林、水乡湖泽并未真正在生产上

发挥过多大的作用,他们获取物资补给的方式始终是以“打粮”、“吃大户”为主,也恰恰是这种生存方式

成为他们斗争中的“软肋”,一旦被人掐住便彻底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起义之初,赈陕御史吴甡就曾奏称:陕北一带“贼皆土人,悉知情状,日日攻掠,民间之蓄,为之一

空”[16]140-142。又称:“(贼)以战斗为耕作,以焚抢为寻常……终岁勤动,只以资盗”,致使不少地区“人多

逃窜,地尽荒芜,一望萧条。”[16]205-206虽然这种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过于极端,但被俘义军所言“吾侪亦

知抢掠非策,但今日归家,明日饿死矣……饿亦死,盗亦死,宁盗以缓须臾耳”[16]156-157,可谓是道尽了他

们心中不尽的辛酸与无奈。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社会秩序的进一步崩溃,荒盗交相为虐。陕西、山西、湖广、河南等省区相继

成为主要战场。但起义军的后勤补给并没有因为活动区域的扩大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旧以“打粮”
为经济手段,以“吃大户”为斗争策略。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即率军“到郧因粮”,致使这一带

“民食久绝,枕藉而毙者不可胜计”[7]216。顺治二年(1645年),据守荆襄等地的李自成余部李来亨、高必

正等仍旧“纵贼上下打粮”[9]178,用“攻寨洞,焚庐舍,掳人索财,得则纵之”来实现物资的补给[17]。其他

地区义军的做法也如出一辙。
然而,这种资源获取方式显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起义军的粮食问题,反而使危机程度更为严重。崇

祯五年,吴甡即奏报:“贼所屯据之地……皆窘于无可抢掠。”[16]205-206崇祯十年,有被俘义兵称道:“听说

官兵到回武当山老营,总头目老君说,山内无粮米,你们且抢了吃过冬再回山来。”[7]206-207崇祯十四年,河
内知县也上奏称:“今并非富室旧家尽成饿殍,村落丘墟,人烟断绝,贼亦无处打粮矣,贼且食贼矣。”[18]

这些也再次证明了前文所述义军在不断转移流动过程中遭受的生态压力。各地义军物资的匮乏与一贯

的经济手段,迫使他们必须不断地向平原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乡村、城镇进发,以获取物资与人力上的

补充,这实际上也让他们对后者形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经济依赖关系。这种物资补给地与据守区域上

的地理错位,在外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大大地推动各地义军的发展速度,但是一旦形势变化,被困

死在深山老林之中必然是他们难以逃脱的命运。
当然,明清之际的农民军也有发展经济生产的事迹。如崇祯十六年,李自成等占据湖广荆襄蔪黄一

带后,“复返襄阳盖房扎营,委官种田”[7]413。清初,李来亨、高必正、刘体纯等据守荆襄一带后,也开始

“与百姓公买公卖”[9]173。并且招来逃逸的山民,“俾各就业,供租税”[17]。各地“土贼”在发展生产上较

为积极,这主要是因他们“土生土长”,既有乡土之宜,又熟悉当地经济生态资源,能较为顺利地开展经济

生产。如山东东平、汶上等二十余州县的地方义军曾种有大面积的小麦。嘉祥等地的“满家洞”义军不

但积极发展生产,还与外地保持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山西交山、静乐等地义军更是“时而放牧马”,“时
而散处峒窖”,且与当地土戍民人关系融洽,“非其亲戚即其交知”,并且这一带既产良马,又有大量的木

材外销[19]。广东永安等地义军也依靠磜头山的“铁冶”与山谷间的“良田”等生态经济资源,展开了长期

的抗清斗争。江西永丰九仙山寨也储备有大量的物资,“其粮储米食,可支二三年,柴煤他物称是”[20]。
浙江四明山区也有“履亩而税”的山寨[9]151等等。然而,这些记载与其说是他们发展生产的证明,不如说

是他们到了“抢无可抢”的窘境,不得不做出的一些适应性改变。并且,明清之际起义军所开展的这些生

产自足的经济活动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物资上的需求。首先,不论是荆襄、夔东一带的深山,还是其他省

份的寨堡,以及东南沿海一带的湖泊、海岛,可耕土地原本就相当匮乏,更何况其中多数地区战火之后已

经残破、萧条不堪,根本无力承载数以万计义军的长期驻扎。并且农业、畜牧业等都是生产周期较长的

行业,满足不了起义军物资上的应急需求。
其次,这些大山区即使具备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它们也必须与外部市场进行正常的交流,才可能

实现其自身的价值,而且这些区域还严重地缺乏粮食之外的其他生活必需品如盐、铁等物资。因此,它
们不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以支撑长期的战争消耗。康熙初年,降清义兵恰好道出了这一苦

衷:“将军雄据险要,勒兵数万,水战凫轻,山斗猿捷,而驰骤平原,非其长也。况地无千里之饶,粮无一年

之积,出则势不能远,守则师无所资,其能久乎?”[9]350

而清初政府正是根据各地义军所据地域生态资源上的严重不足,实施极为严厉的“坚壁清野”政策。
对于“山贼”,在军事上采取“于四旁分布劲卒,扼其出没,防其窥伺”等围剿策略[21];在经济上施行“禁民

间牧马,停南堡村木厂”等封锁手段[22];在政治上则增设县治以加强地方控制。对于“海寇”,则推行严

苛的海禁,“尽迁移之外,凿长堑为界,遍筑烽台,有敢逾界一尺者诛”,或“钉塞海口,悉空其地”[23]。在

清初政府这样一系列囚笼政策的打击之下,起义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落。
可见,深山箐林、水乡湖泽具有“高险深广”的地理优势,但同时在生态资源上却也存在严重的缺陷,

它们足以让起义军养精蓄锐,但却无法支撑长期的战争消耗。并且各地义军一贯推行的经济手段也让

他们与乡村、城镇形成了一种紧密的经济依赖关系,一旦无处可掠,无城可攻,则立即陷入了“靠山不能



吃山,靠水不能吃水”的困境绝地,逼使他们不得不在降而生与守而亡两者之间做出最后的抉择。

三、“人居环境”的退化:生态补偿的代价

天地无言,但在明清之际的社会治乱变迁中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确有几分“成败萧何”的意味。同

样,这一时期的治乱交替在其时的生态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生态环境随同社会秩序历经沧桑巨

变,曾一度遭到极大的破坏,但迎来的是一个漫长的自然补偿期。
在中国古代“水火为兵,坚壁清野”等战略战术的指导下,大规模战争无疑会对所经区域的生态环境

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一点在明清之际治乱交替过程中表现得相当明显。首先,即是河流、井渠及其周围

生态环境的毁坏。崇祯四年,起义军围困庆阳城时就截断城中“水道”[7]10。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等围攻

开封时,先是“填濠渠坑井”[7]352,然后又继开封守军之后掘开黄河,以水灌城,致使下游一带不仅数百里

村镇全无,而且不少地区的生态环境也被彻底摧毁,出现严重的沙化、盐碱化现象。如杞县等地,“昔之

饶裕,咸成硷卤,土地皆为石田”[24]。清初政府镇压各地义军时也屡屡采用这一手段。如对山东满家洞

义军即“困绝汲道,听其自毙”[10],围困皖南英霍山寨,也是先断其水道。平定广东清远炉丁起义,则垒

石塞潭。镇压曹州榆园军时,清军甚至掘开黄河,以水代兵,虽然将起义军镇压下去,却致使这一地区成

为有清一代重要的黄泛区,生态环境严重衰退。有一些地方义军为抗击清军的进攻,也不惜采取“阴毒

四山水草”的举措[23]卷十二。可见,这一时期战火所经之处河流水系及其周边生态环境所遭受的破坏必定

是巨大且深远的。
其次,是森林的大面积砍伐与焚毁。明清之际起义军大部分时间都是蛰居于群山之间,以深山密林

为掩护,“忽隐忽显”,“倏进倏退”,所以“以火代兵”,大肆烧毁、砍伐森林,成为政府军镇压各地义军的不

二法门。“烧木城,拆石城”、“以火攻之”、“砍树木发火”等手段频频使用[9]289。又如,清初京畿地区因其

“树木丰密”、“薥秫茂盛”成为义军活动频繁的地区,为此清廷特发布伐树令,“京南、东、西大路树木,除
稀少无碍外,凡多至千百,茂密成林者,悉令地主于三日内,自行砍伐;有违抗不遵者,树木入官,仍指名

参究”[9]54。清初张存仁在镇压榆园军时也采用了火攻与伐树的策略,“阴使人持火具,从间道焚林烈

泽,烟火涨天;继遣健丁操锐斧,列阵催枯刈木,灌莽若洗”[25]。前者几乎可以说奠定了清初以降京津一

带林木稀疏的生态格局,后者则将鲁西北数百里的榆树林彻底毁灭,这些措施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不

可谓不大。不仅政府军镇压义军时大面积毁坏森林,义军也常将其作为取胜之法。崇祯十五年,李自成

围攻开封时,将“四外树木尽砍”[7]352。并且活动在山区的义军要消耗大量的木材,对森林的破坏也不可

忽视。时至崇祯十六年,襄阳一带李自成等军就已出现“乏柴”,需遣精兵北渡“拆房戕木,下襄应用”的
状况[7]412。

在这些举措之下大量动植物被戕杀无疑是不言而喻之事。但这对绝大多数地区来说只不过是短暂

的一瞬,迎来的将是一个上百年恢复的“原始化”进程,也是这一时期生态变迁最为显著的特征。无数温

馨的乡村田园、繁华的城镇都市统统无情地淹没在荒野蔓草之间,成为虎狼出没之地。陕西,“千里荒

山,寂无人烟,孤城山堡,望若辰星”[7]499,山东,“飞蓬如云,荆榛蔽埜,行人断绝,城市之中不啻荒

村”[15]943-944。河南五府,“半为水国,半为麋场”[26]。湖广“岳属之巴陵、长属之湘潭、湘阴,衡属之衡山

……沃壤鞠为茂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郧襄地区,“兵戈之余,田地鞠为茂草,郊原一望丘墟”[27]。四

川,“在在焚毁,人民死徙……荒草弥望”,以致沦为“水泉多毒,食之人马皆病”的瘴疠之区[28]。广东,
“惠潮一带弥望千里,白茅荒草,未尝有农,何由得耕?”[29]云南,“永昌诸处被祸更烈,周数百里,杳无人

烟”[30]。甚至京畿一带也是“一望莽荡,蒿艾不除,白草黄杀,行人凄断”[15]466-467等等,不一而足。随着生

态环境的变化,清初陕西、湖广、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几乎一同爆发了大规模的“虎
狼之灾”,其中尤以四川最为严重,成为此时这一地区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时人对四川死于虎患的人

数作过粗略估算:“自崇祯五年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而后定”,在这三十余年间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

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31]。事实上,直至

乾隆中后期这些地区的虎灾才逐渐平息。此时“虎患”的集中爆发不能说是人类的活动侵犯豺狼虎豹的



生存领地,反而是“人居环境”的严重衰退,让它们得以肆意横行。
如果说生态系统在明朝历经二百余年的恶性开发,那么明清之际这一个多世纪里它则以自然休耕

的方式得到了充分的补偿,但却是以“人居环境”的彻底恶化为代价,清初垦荒者为此又不知付出了多少

血泪。当前明清生态环境史研究在强调伐林开荒对生态系统破坏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明清之际生态环

境这一先破坏后“原始化”的演变阶段,以及其后重建“人居环境”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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